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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riginated from the awakening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s
“form”． WANG Guowei made a final conclusion taking“Classically elegant”as the lyric form of
“poetic nature”in traditional literature，at the same time，also communicat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arrative form of“novel”and the modern worl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ried to complete
the“renaissance”of China with the innovation of the“vernacular”language，the“exquisite literary
style”of vernacular made the“poetic”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tself“regenerated”and“re-
built”． On the other hand，the desultory essay writing，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e stereotyped philo-
sophical form，also gave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re － examination and criticism to the“soul”
of the Chinese people shaped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modern”．
Modern novel mainly presented itself in three specific forms in the time dimension: daily life history，
individual spiritual history and nation － state history．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it was mainly presen-
ted as the“form”pattern which urban narrative form of“portability”imitation and“local”narrative
form of integrating the nature juxta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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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时候，人、神、自然和世界被认为是一个圆融的统一体，“诗”即是这个统一体之“总体性( Totality) ”的直接呈













分地被以“理性”为根基的哲学形而上学所取代，而“诗”之“史”( 史诗 /诗剧) 的“叙事”功能则催生出了一种与“现代”世
界相互呼应的全新的形式，即“小说( Ｒomance /Novel) ”。伊恩·瓦特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种用个人经验取代集体
的传统作为现实的最权威的仲裁者的趋势也在日益增长，这种转变似乎构成了小说兴起的总体文化背景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1］( p7) 卢卡奇也曾指出:“小说的结构类型与今天世界的状况本质上是一致的”; ［2］( p65)“史诗为从自身出发的封
闭的生活总体性赋形，小说则以赋形的方式揭示并构建了隐藏着的生活总体性”; ［2］( p36)“小说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史诗，
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的外延总体性不再直接地既存，生活的内在性已经变成了一个问题，但这个时代依旧拥有总体性信










世莫能继焉者也。”［3］( p307) 王氏的说法源自焦循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 《易馀籥录》卷十五) 。焦循一直被认为是清代
中叶富有创造性思想的人物，其创见至少有二，一是藉西方《几何原本》的启发，重新诠释了中国上古的《易》，认为“易”
是一种由个别元素的“累加”而衍化组合出“有序”宇宙的生生不息的过程( “变 /易”之中的“恒定”) ; 一是支持袁枚的
“性灵说”，主张“经学”的考据需要与“性灵”的融入结合起来，即所谓“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
书立说之性灵”。( 《雕菰集·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 因此，焦循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并非是指与不同时
代相对应的“文学( 言说 /书写) ”的“形式”有所差异，而恰恰是在强调表面上似乎显示为个别的“变 /易”其实正在以“累
加 /层叠”的方式呼应着宇宙总体的“有序”———“韵( 文) ”的节律正是“和谐”宇宙的显现; 而所谓“性灵”对于“经学”所
蕴涵之“道”的“融入”，也正是“人”的心灵( 既包含个人的同时又是被历代“叠加 /延续”的性灵) 对于“天道 /伦常”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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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3］( p307) 作为“考释”宋元戏曲的重心。宋元戏曲可看作是上古时代的“巫舞”形
式的遗留、发掘和拓展，正如同骚之于楚、赋之于汉、诗词之于唐宋一样，外在的体式也许会随世代之“易”而有所“易”，







壮) ”在王国维这里就各自都具有了“双重形式”的意味，而介于“优美”与“壮美( 宏壮) ”两者之间的一种“形式”，王国维
创造性地称之为“古雅”。“故古雅者，可谓之形式之美也。”［4］( p32) 王国维界定“古雅”的核心主要有四: 其一，“古雅”为
常人所为，不必一定是“天才”之作却又与“天才”之作无异; 其二，“古雅”包含着“美”的根本特性( 即无目的的合目的












发现也”，［5］( p7)“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 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 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美
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
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5］( p9) 王国维的逻辑思路可以概括为:“欲望”是宇宙( 有限的时空世界) 的先验“本质”，“人








式”———即赋予零散随意且偶然易逝的“所感 /所思”以可把握的“规范”样式( 如诗词歌赋等) ———得以呈现出来; 无论具
体的“文体形制”有何种的变化，以“经验”的“形式”来呈现和发掘源初世界形貌的“艺术”创造活动都是一致的。即此






那么，胡适则从语言、观念和方法三个层面上对这种“统一性”给予了彻底的“二元剥离”: 语言被拆分为“死 /活”; 观念被
区别为“旧 /新”; 方法被界定为“沿袭 /创制”。由此，王国维所认定的源“古”而来的“雅”的“形式”结构就被放置在了为
胡适所否定的那种对立面上。也就是说，王国维所称道的那些经历代文人“雅化”而成为“古典 /经典 /典范”的骚、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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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灵 － 世界 － 形式”的“赋形”结构中，不同作家自身所选择的侧重点其实是有所不同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胡




















世的“原貌”，藉以“历数”作为解剖个案的“自身”是在“何时 /何境”发生了“何样”的变化的; 《故事新编》之所谓“故 /
事”( “故往之事”) ，既遥想“太初”的创世，也追问文化的初生; 既勾勒“理想”之“斗士”的行貌，也探询“非人”之“病由
何来”，其中仍不时透露出尼采的身影( 有否超越于“庸众”之上的“超人 /人上之人”出现的可能) 。不以“小说”命名的
“故事”之“新编”，反倒真正显示出了对应于“现代”形态的“小说”之“形式”的雏形( 想象与书写对自身“心灵”的拯
救) 。




随感”的“随笔( Familiar Essay) ”式的散体“形式”; 这种“形式”既不以执着于构建某种可趋于“定型”的具体“文体形制”




将鲁迅的思考和探索放置在“心灵 － 形式 － 世界”的“赋形”框架内来看待，可以清晰地看出鲁迅以“心灵”为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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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过去以后，“讲述( Tell) ”和“展示( Show) ”生存于“现代”的“人”的真实境遇的“叙事”就天然地开始承担起了为世界
“赋形”的使命。
尽管在汉语语境中，“小说”这一范畴可以追溯到庄子、《汉书·艺文志》、“志人 /志怪”、唐传奇等，但真正意义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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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线索; 这种“历史”是由民众日常的“意愿 － 摩擦 － 期望”等琐碎的生活事件构成的，但所有的“琐碎”事件却共同地
蕴涵着“庸常生活史”的本质。它们既是市民生活中可供消费的“商品”( 娱乐性) ，又是市民的“俗世”生活最为切近的
呈现“形式”( 通俗性) 。虽然这类小说并不以“艺术之美”为最高的追求目标，但它们却是一种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巨大
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政治动员 － 战争故事 － 生存希望”式的小说叙事往往比正统的主
流小说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而当“国家意志”掌握了“叙事”的主导权时，隐形的“底层历史叙事”就会被转换成为
“政策宣传 － 政治实践 － 政治蓝图”式的模式，并对“建构历史”直接发挥效用;“赵树理方向 － 阶级斗争叙事 －‘两结合
叙事’( 如《艳阳天》及《金光大道》) ”即是此种以“小说”来重新想象和建构“历史”的具体体现。随着中国“现代”形态
的逐步“成型”，单一形态的“政治 /侦探 /科幻”也开始向“观念演绎 /对抗叙事 /异态幻想”等层面逐步拓展，一方面形成
了能够相对独立的特定“通俗小说类型”———比如革命传奇、悬疑小说、玄幻小说等; 另一方面也趋于“综合性”的融合，
并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言情、公案、侠义等传统通俗小说叙事形态的演化。“金庸小说”之所以在市民生活中能够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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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为平台来呈现“历史”并非始于现代小说，古典形态的《金瓶梅》和《红楼梦》即是“家族 － 历史”叙事的典范案例，而
其间的差异只在于如何赋予“家族 － 历史”以“意义”。《金瓶梅》和《红楼梦》虽然全面展示了一种“家族 － 历史”从荣盛
到衰落的过程，但它们的“意义”是在突显“因果”和“宿命”等“必然律”的无可对抗———“意义”本有而只需“图解”呈现，
其“哀悼”的是一种“善”和“美”的“完满 /圆融”世界终究趋于消逝的无奈; 现代小说的“家族 － 历史”叙事则强调“人”在
此一过程中的“主动 /决断”功能，即不是无能为力地被动地“顺应”于“家族 － 历史”的变化，而是借助主动的“参与”来
构成和改变“家族 － 历史”的现实形态———“人”的行动赋予其新的“意义”。鉴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家 /国”在“体制”形
态上的“同构”特性，“家 /家族”就往往被看作是“国家 /民族”的“缩微”形态; “国”在“自然疆域( country) － 民族特质
( nation) － 政权体制( state) ”上的统一性，与“家”在“生存居所( house) － 家庭属性( home) － 成员结构( family) ”上的自
足性同样有着内在的对应关系。所以，有形的可把握的“家 /家族”叙事可以成为“赋予”无形的却又无处不在的“国家 /
民族”以能够被感知的“总体性”的有效“形式”。当“政权体制”需要从“自然疆域( 本有属性) ”与“民族特质( 历史延
续) ”中寻找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时，“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就常常会以“大家庭想象”式的样态得到呈现，比如
梁斌的《红旗谱》和柳青的《创业史》; 而“家 /家族”叙事中作为“成员”的“主人公”对于其“居所( 入居 /出离) ”与“家庭










“政治”保障，同时又以“契约 － 法”的形式来建立合理的商业市场秩序，借助对不同“阶层 － 利益”的维护来形成有效的
社会结构与生存协作系统。由此，“城市”就以公平竞争和自由交易的“商业( 契约) 精神”取代了王朝或封建形态的“权










































想资源的“生态主义”与“后殖民”式的趋向，包括“汉学 － 中国学 － 东方学”等的兴起。但这一切的前提都不是为了以
“两希”或者“东方”的生存形态来完全取代“现代”世界的既有形态，而是在矫正“现代”弊端的基础上，重建能够为人类
“心灵”所共生共享共在的“共同体”世界。在“现代之后”( 后现代) 的世界里，“心灵”之赋予“共同体”世界的可能不再
是单一的叙事性“小说”形式，而可能是“诗 － 剧 － 散文 － 小说 － 神话 － 传奇”甚至与影像等技术性媒介相结合的具有多
重感知功能的“综合性”的“形式”;“文学”的终结不是指“心灵”之于“世界”的“赋形”活动本身的终结，而是指诗、剧、小
说等具体的单一“文体形制”可能将不复存在; 以“互文 /重组 /参与 /非确定”等新的“形式”来呈现“世界”的方式将成为
“常态”。而如何赋予这一“常态”以新的“命名”，同样是“心灵”之“赋形”活动所固有的必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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